
系，并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思维和理念。数字思维是能够改变甚

至颠覆认识世界的思维。一方面，数字思维体现了中心化思维和平板化思维的统

一。数字化世界的特征是万物互联，控制世界的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处于每个

节点的行为体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他行为体形成制约，并使世界展现出

平板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数字思想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和破坏性思维的统一。从

创造力来看，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行为体的行动效率，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为体也

更易于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破坏力来看，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行为体

可以发起数字制裁和攻击使其他行为体权益遭受巨大损害。这是一种负向权力，

但它在数字时代更加凸显出来了。因此，以数字思维观察世界，我们对国家与市

场等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认知都会发生深刻变化。

第四，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权力和利益。数字空间是国际政治经

济博弈的新疆域，其中包含的数据要素与传统的物质化的要素不一样，与精神上

的要素也不一样。它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高度联动的复杂要素。数字与

传统意义上的行为体权力和利益相融合，使各行为体在一些领域的权力和利益的

界限变得模糊，并形成共享权力和共容利益。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

供了新的现实基础。

总之，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既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也迎来了创

新发展的机遇。无论从当前还是从未来看，将数字方面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

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也更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需求。

百年变局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钟飞腾


　　从字义看，“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可以分为 “国际”（Ｉ）“政治”（Ｐ）

８２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３年第二辑 总第十八辑）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依据笔者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６日在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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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Ｅ），这三种学问在西方社会科学门类中是单独成科的。１９世纪末期到

２０世纪初是现代社会科学创立的时期。以美国为例，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９０５年的二

十年间，全国性的经济学会、心理学会、人类学会、政治学会和社会学会相继成

立。① 在西方的大学和学科分类系统中，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之下，

公认的创立时期是１９１９年，而作为一门学科的ＩＰＥ则被认为从属于国际关系学，

创立时期是１９７０年。与社会科学中几门相对成熟且创设时期较早的学科相比，

国际关系以及ＩＰＥ都有明显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性，真正属于本学科独特的

基本概念以及基本规律是比较少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难题是，往前追溯ＩＰＥ的学

科发展历史时就容易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学科思想演变的线索盘根错节。２０世

纪是中国国力由衰而盛的一个时期，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思

想在中国的发展也是跌宕起伏。

一　１９世纪末至二战结束时期政治经济学
转向经济学、政治学

准确识别西方ＩＰＥ的学术发展脉络并抓住其核心要义并非易事。西方的学术

和学科不是天生为中国的发展而准备的，而中国直到最近四十年国势上升才开始

系统性地研究和发展有关 “国际”的学问。２０世纪中国几代学者在向国人传播

西方的 “国际”“政治” “经济”等学术概念和学科体系时曾发生过偏差。例

如，２０世纪初严复翻译亚当·斯密 《国富论》，但该书在半个多世纪里并不曾在

中国有任何重大反响。

陈焕章于１９１１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按英文直译

是 《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学派》。几乎一个世纪后，这本博士论文才以 《孔门理

财学》为名出中文版。仅从中译本的书名看，我们较难识别陈焕章模仿和借鉴阿

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思想。马歇尔出版于１８９０年的 《经济学原理》是当时西方经

济学界最为权威的教科书。１９０３年，担任 “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马歇尔在剑桥大

学建立 “经济学与政治学系”，将经济学纳入本科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课

堂中逐渐成了 “经济学”，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则单独发展成了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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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钟飞腾：《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东亚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２４页。



西方的 “政治经济学”转向 “经济学” “政治学”独立分科的时代，是帝

国主义秩序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先行者思想转变的重要阶

段。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孙中山完成 《实业计划》一书，提出借助国际资本力量发展

中国。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孙中山则强调，“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

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

界之文明也。”① １９２９年，宋子文在该书英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认为，资本更多

流向了欧洲，而不是更需要的其他地区，欧洲甚至出现了对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

警告。② 孙中山的构想没有得到欧美资本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对

“国际”的了解还有待深入。帝国主义之间的权势竞争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

的负面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而关于这类知识的系统总结是二战以后由马克思主义

者以及依附论等ＩＰＥ的思想流派完成的。尽管如此，在西方学术界，孙中山被誉

为 “‘国际发展’概念的先行者”，“第一个呼吁现代意义上的 ‘经济发展’的

人”“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③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受到１９２９年 “大萧条”的严重冲击，中国国内掀起

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很大的传播和发展，自由主

义理论相对受挫。１９３０年中国教育部设立了统一的大学科目表，西方社会科学

的各个学科最终进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中。④ 日本入侵中国再度改变了中国思想界

的方向。１９３８年，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 《资本论》三卷本中文全译本由上

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关

于 “国际”层面的 “政治”与 “经济”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给中国学者带来了

很强的启发。

二　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

１９４７年，胡绳的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上海出版，到１９６３年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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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５版。从知识原创性看，胡绳在这一著作中发展的思想，丝毫也不弱于阿尔伯

特·赫希曼１９４５年在 《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结构》一书中提出的 “依附论”思

想。① １９７８年，胡绳在该书第６版中曾这样回忆：“（政论文章）这种情形并不

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

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

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

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

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

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

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②胡绳的上述论断与早期依附论学者向拉美国

家提出的与发达资本主义体系 “脱钩”的建议如出一辙。中国学者注意不多的

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依附论的第二代学者已经发展和改进了依附论。例如，

在美国布朗大学任教的彼得·埃文斯１９７９年出版的 《依附性发展》一书，已经

开始部分否定依附论第一代学者的主导性范式。③

１９７９年３月，访问美国回来后不久，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如

此关注这几门学科建设和研究，其重要背景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

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

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④ 由此开始，中国学术界建设 “世界经

济学”的步伐加快。１９８１年初，《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宦乡和复旦大学教授蒋

学模有关重新认识列宁的 “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宦乡认为，

“现在的问题不是维护和论证 《帝国主义论》中每句话的正确性，而是以它为指

针，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甚至也不能拘泥于列宁根据当时情况所得出的个

别结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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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钱俊瑞主编的 《世界经济概论》上册出版，其主要目标是创建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并将其作为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① 该书是

按照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决定的 《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写出版计划编写

的，组成 《大学世界经济丛书》编委会的学者和专家均是一时之选，除浦山之

外，７名委员均出生于１９１０年代，如时任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时任辽宁大学

副校长宋泽行、武汉大学教授吴纪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褚葆一。这批学者多数为解放前在英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其

中，陶大镛和滕维藻还是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的成员，而宦

乡和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则是法学评议组成员。②

略为遗憾的是，当这批学者获得机会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主持推动世界经济

学的学科建设时，多数人的年龄已过６０岁，钱俊瑞更是年过７０，且因十年动乱

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追踪西方学术界的动向③，因而并不了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

ＩＰＥ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钱俊瑞和陶大镛反复强调要建立一门不同于 “国际经

济学”的世界经济学，出发点是解释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但限于

当时的开放条件，中国经济学界并不知道沃勒斯坦在１９７４年出版的 《现代世

界体系》一书中已提出分析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系演进规律的相关学说，

反而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提到了 “世界体系论”。④ 在引进西方学术著作时出现

学科错位的现象在当时并非个例，原因之一是这个时期也是西方交叉学科兴盛的

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学术作品时往往并非沿着学科路径前进，更多

是社会需求使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国内高校开始建立经济学院，

将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并列，分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世界经济

学科建设上出现的一个新争论是 “世界经济”和 “世界政治”的关系，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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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两者不可分①，有的则认为 “世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应该有与其他学科

的严格区别，它不应该包罗万象”。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钱俊瑞、宦乡

等老一辈学者相继去世，世界经济学以及政治与经济不分家的学科建设思路也发

生了转变。

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与
经济的重新关联

在世界经济学学科建设转变之际，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 “国际” （Ｉ）以

及 “经济”（Ｅ）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推动中国的 ＩＰＥ研究发挥了极

为关键的作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学者陆续介绍了西方ＩＰＥ的代表

性论著及相关理论，如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出版了罗伯特·吉

尔平的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苏珊·斯特兰奇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

论———国家与市场》。事后来看，这两项研究分别代表了 ＩＰＥ研究的美国学派与

英国学派。③ １９９１年，罗伯特·吉尔平、迈尔斯·凯勒、宋新宁等知名ＩＰＥ学者

应袁明教授邀请到北京大学参会讨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ＩＰＥ作为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教学的相关课程在中国著名大学里得到广泛传

授，但并没有纳入教育部的专业目录。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对ＩＰＥ的发展影响深远。２００３年在王正毅教授的主持

下，北京大学积极推进ＩＰＥ本硕博专业的建设，系统性地发展了ＩＰＥ课程教学和

人才培养体系。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 ＩＰＥ研究第

二代学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美国 ＩＰＥ的第二代学者戴维·莱克在 “开放经济

的政治学”（ＯＥＰ）视角下专门讨论了中国与开放经济学的关系。莱克认为，中

国已经成为美国学者关注的大问题之一，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

的崛起。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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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比较优势格局的一次重大转移”，因而 “中国大多数政治和对外经济政策及

其对他国的影响都可以用ＯＥＰ来解释”。与此同时，莱克也强调，“中国的崛起

的确凸显了ＯＥＰ研究在国际市场力量与规模收益递增这两个假设上的局限。”①

对ＯＥＰ两个核心假设的挑战是中国 ＩＰＥ知识创新的来源之一。第一个是

“小国经济”假设，认为小国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而麻省理工学院戴维·

奥特尔等人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发表的关于 “中国冲击”的系列论文表明，中国有很

强的能力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② ２０１８年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表明中国是一个

“大国经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对外政策。③ 第

二个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但规模经济贸易已经表明利益不能被当做是政治的外

生变量，而是政治的产物，最典型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产生的战

略性贸易政策。中国学者在８０年代初推动 “世界经济学”建设时即有所强调，

如陶大镛指出，基于比较成本理论的所谓各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只是李嘉图体系的

翻版，各国即便按照相对低的成本进行贸易，也不可能让所有参与者互利。④ 中

国人民大学田野教授２０２２年发表的 《大国竞争的根源》一文则强有力地表明，

大国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在地缘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国际制度竞争上均发挥重

要作用，因而不能被忽视。⑤ 中国与美国实力地位的进一步缩小，挑战了 ＩＰＥ第

二代学者的诸多假设和理论成果。这一点正如本杰明·科恩在新近出版的 《反

思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

ＩＰＥ研究，已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和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创建一个真正的本土

版ＩＰＥ的势头正在增强”“中国ＩＰＥ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普遍强调国家的中心

地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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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看，中国的 ＩＰＥ发展已经从模仿转向了自

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成为中国 ＩＰＥ研究的学术增长

点，反映出崛起的中国与处于重大转型中的世界的互动——— “国际” “政治”

“经济”三方面的显著而且深远的变化。① 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及其团队开

发的数据显示，按２０１１年可比价格，以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衡量，过去１２０年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００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不到１０００美元，仅相当于英

国的１２８％、美国的１２１％；１９２９—１９３８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与３０年前持平，

仅相当于英国的１０％；（２）二战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人

均ＧＤＰ占美国比重下滑至５％左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逐步上升，

至２０世纪末翻了一番，占英美的比重又开始超过１０％，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告

别了２０世纪；（３）２１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均ＧＤＰ有巨大的提升，至２０１８年超

过１３万美元，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②

将上述三个阶段的人均ＧＤＰ相对水平的变化轨迹与学术思潮的阶段性变化

联系起来看，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发展水平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也是我们学术

思潮转轨的阶段。当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 “国际”部分

发生首当其冲的变化，从过去单纯地参与国际大循环逐渐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西方战略界人士普遍担忧中

国经济实力也在快速转变为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 “经济”“政

治”关系也在发生显著的改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强调的，原

本被视作外生变量的外部环境现在需要加以内生化。③ 在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的

前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均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在未来一段时期

中国的ＩＰＥ研究也会继续呈现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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